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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陈 峰

摘 要：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

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

“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

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

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

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

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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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脱胎于五代乱世，赵匡胤称帝以后就

汲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在重建中央集权统治秩

序的过程中，以强烈的防弊意识致力于铲除前

代遗留的各种积弊。在这一拨乱反正进程中，

宋太祖不仅采取了扶持文臣、恢复文教建设等

一系列举措，其自身还带头并动员臣僚读书。

但是，这些举动更大程度上都在于扭转文武失

衡的局面，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故宋太

祖朝既未专注文治路线，其本人亦非尚文之

主。宋太宗即位后，则逐渐趋向崇文，不仅推行

了诸多相关政策、措施，还做出了各种相应的姿

态，就此形成与其兄有别的特点。学界对宋太

宗已有相当的关注，研究论著颇多。不过，对赵

光义崇文方面的论述尚多聚焦于某些具体问

题，而对于其背后的动因及其影响，却缺乏深入

的探究①。本文即专就这些问题予以探析，希冀

有助于宋初政治史领域的研究。

若要论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就不能不先交

代其文化背景。赵光义与其兄赵匡胤出生于军

营家庭，少年时代虽皆有过读书经历，但在五代

兵武盛行的时代下，他们都难免深受影响，故两

人的文化知识修养应该有限。《宋史·太宗本纪》

称：“（太宗）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

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饬厉之，帝由是工

文业，多艺能。”［1］53源自宋代史臣笔下的这一段

记载，显然对早年的赵光义有美化、夸张的成

分，正如宋人描绘尚为武将时的赵匡胤“虽在军

中，手不释卷”［2］171一样，不可全信。不过，宋太

宗称帝之后却逐渐发生了转变，不仅进一步推

出各种崇文政策及举措，并且自己在读书、作诗

及写字等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以至于能与文

士相互唱和，还常谈论书法技艺，从而以尚文之

主显现于世。相较而言，宋太祖固然出台了扶

持文官与恢复文教建设的政策，但务实的赵匡

胤即使阅读了大量典籍，却并不十分在意诗文、

书艺之类的功夫，如他针对宗室教育所强调：

“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

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3］266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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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宋太宗与宋太祖形成了明显不同的特征。

一、宋太宗的崇文表现

宋太宗在位期间，在崇文方面表现出罕有

的积极态度。一方面，陆续推出了各种相关政

策、措施，并在诸多场合做出相应的表态；另一

方面，他自己则在读书、听讲、作诗及写字上倾

注不少的精力，并同样做出相关的姿态。结合

时间线索梳理有关文献记载，宋太宗在这两方

面的表现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

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宋太宗的表现主要

如下：

其一，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赵光义即位不

久，就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录取进士、诸科及特

奏名 500 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对他

们超等任官，这些举动甚至连宰臣都觉得过分，

他却全然不顾，所谓“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

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

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2］394。时隔仅一年多，

再次举行科考，录取进士、诸科 140 多人，“授官

如二年之制”［2］434。此后，科举选官的数量也一

直保持在高位数。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朝不

仅科举录取的人数远远少于太宗朝，并且授官

的级别也低得多，更无跻身宰执大臣行列者。

而太宗时期则发生重大变化，如吕蒙正、张齐

贤、赵昌言、李沆等进士就成为宰执②。其中太

宗一手拔擢的状元吕蒙正，仅用了 11 年就做了

宰相，时年不过 44 岁；探花寇准也在同样短的时

间内升任枢密副使，年仅 31 岁③。由此，科举出

身的官员逐渐占据官场的主流。难怪当时的文

臣王禹偁在上奏中说：“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

则数月亟预官常。”［2］673南宋人也认为：“国朝科

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4］太平兴

国八年（983 年），宋太宗还曾对近臣谈过如下

的话：

天下州县阙官，朕亲选多士，忘其饥

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岂望拔十得五，但

十得三四，亦岩穴无遗逸，朝廷多君子矣。

朕每见布衣、搢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举

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择良

日，欲其保终吉也。朕于士大夫无所负

矣。［5］3

由此可见宋太宗对科举制的重视与倾斜性政策

之一斑。

其二，投入巨资营建崇文院。昭文馆、集贤

院、史馆“三馆”号称天下文渊之薮，但在五代时

期因不受重视，空间相当狭小，且位置不佳，“湫

隘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

夕喧杂”［2］422。宋太宗即位后，对其现状甚感不

满，对身边的臣僚说：“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

图籍，延四方贤俊耶！”随即下诏迁址重建，并且

亲自过问工程。及至建成，“轮奂壮丽，甲于内

庭”［2］422。宋太宗又亲自赐名为“崇文院”，以此

向天下表达朝廷的崇文之意。

其三，尊崇儒学。宋太宗曾先后三次率群

臣拜谒京城内的文宣王庙，以隆重的礼仪表达

对儒学的敬意。同时，他又下诏在西京洛阳也

修建了国子监、文宣王庙④。除了以上姿态及措

施外，太宗还多次在国子监中专门听讲儒经。如

端拱元年（988 年）八月，他在完成拜谒文宣王礼

之后，看到国子博士李觉聚徒讲学，遂召其讲解

《周易·泰卦》，“从臣皆列坐，觉乃述天地感通、

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2］656-657。次

日，他特意对宰相表示：“昨听觉所讲，文义深

奥，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2］657淳化五

年（994 年）十一月，宋太宗亲临国子监时，听国

子直讲孙奭讲《尚书·说命》三篇，史称：“至‘事

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上曰：‘诚哉是言

也。’上意欲切励辅臣。”［2］801以后的宋人遂赞颂

太宗“引搢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

矣”［2］2733。由此足见，宋太宗对儒学深为推崇。

其四，积极搜集亡书。面对宋初典籍极为

匮乏的局面，宋太宗继太祖之后进一步竭力搜

求亡书，为此还在皇宫内建造了藏书楼——“秘

阁”。史称：“先是，遣使诣诸道，购募古书、奇画

及先贤墨迹，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以官。数岁

之间，献图籍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购得者又

数倍。乃诏史馆尽取天文、占候、谶纬、方术等

书五千一十卷，并内出古画、墨迹一百一十四

轴，悉令藏于秘阁。图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2］704

《宋史·艺文志》亦云：“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

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

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1］5032当收集图书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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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效后，宋太宗曾多次与臣僚观赏藏书。

如据记载，淳化三年（992 年），秘阁落成后，他不

仅率文臣登楼观书，“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

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

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

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

矣’”［6］。而且要求禁军将帅也来参观，所谓“上

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2］739。

其五，组织编修大型典籍。在搜求亡书的

同时，宋太宗也不吝成本编修图书。其中最重

要的举动，是从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开始，就

组织人员先后编纂了《太平御览》1000 卷、《太平

广记》500 卷及《文苑英华》1000 卷三部大型典

籍；校勘了《五经正义》及《史记》《汉书》等经史

文献。另外，还官修了医书《神医普救方》1000
卷，其后又将其删减为 100 卷的《太平圣惠方》，

“以印本颁天下”［2］736。仅此数例，足见宋太宗对

图书整理的高度关注，他曾就此表示：“夫教化

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2］571宋

太宗还拿出内府收藏的历代墨迹，令人编订并

摹刻于宫中石碑上，这就是享誉后世的《淳化阁

帖》。难怪以后的宋真宗也承认：“太宗崇尚文

史。”［7］209

此外，宋太宗还竭力做出崇尚学术的姿

态。典型的例证如淳化二年（991 年），他特意为

翰林学士院题写了“玉堂之署”［2］724四字，以示尊

崇。随后，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秘书监李至与

众学士及一批文臣，在观赏“御飞白书‘玉堂之

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时，太宗又赐宴款待，

“（李）至等各赋诗以记其事”［2］727。宰相李昉、张

齐贤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也纷纷赋诗庆

贺。苏易简遂感叹道：“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

年，今日方知贵矣。”［8］50 据记载，宋太宗甚至对

近臣表示：“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

朕常恨不得为之。”［2］749 这些说辞固然属于一种

姿态，但也反映了太宗对士林翘楚的欣赏之

情。当次年秘阁落成之后，李至奏请：“愿比玉

堂之署，赐以新额。”［2］738赵光义不仅“御飞白书

‘秘阁’二字赐之”，还在秘阁下设宴并召宰相、

枢密使及近臣参与，“又赐诗以美其事”［2］738。对

于民间办学之举，亦予以表彰，如南康军地方官

反映乡民洪文抚六世合居，并创立书院，以待学

者。太宗特派内侍“赍御书赐其家”，又授其弟

洪文举江州助教之职，“于是诏旌表其门闾，自

是每岁入贡，必厚赐答之”［2］867。诸如此类等。

在自身行为方面，宋太宗的表现主要如下：

其一，宋太宗在位期间，养成了长期读书的

习惯。他曾对宰臣言，每日视朝完毕，“不废观

书”［9］19，故史称：“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

书为乐。”［10］745 对于太宗喜好读书的特点，史籍

中还有许多例证记载，如太平兴国八年，太宗要

求史馆将新修的《太平总类》（后改名《太平御

览》）每日提交三卷，以供阅览。因该书有一千

卷的体量，每日阅读显然不易，故宰相宋琪等人

表示：“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他却

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

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

耳。”［2］559同年某日，太宗在宫中看书，“自己至申

始罢，有苍鹤飞上殿鸱吻，逮掩卷乃去。上怪

之，以语近臣，对曰：‘上好学之感也。昔有鹳雀

衔三鳣鱼堕杨震讲堂下，抑亦类此’”［2］562。官方

文献记述的这一细节，无非是说明太宗读书的

诚心。淳化二年，秘书监李至进献校勘过的御

书 380 卷时，太宗就此说道：“朕年长，他无所

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

改之，斯已矣。”［2］713这都表明宋太宗对读书的重

要性有深刻的认识。

其二，宋太宗又爱好写诗，并常与文臣唱

和，而这是宋太祖不曾有过的举动。宋代文献

中保留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太宗在位早期

的《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赐学士》一诗云：“轻

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

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3］256这首诗或许算不上

高明，但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帝王，已属不

易。据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赵光义称帝

之初，文臣扈蒙的献诗中有“微臣自愧头如雪，

也向钧天侍玉皇”之句，他答曰：“珍重老臣纯不

已，我惭寡昧继三皇。”［11］一时传为美谈。淳化

五年冬，太宗曾赋诗一首，“令待诏吴郢、张用和

赍以赐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2］800。特意给文

采出众的翰林学士赐诗，反映其在诗作上已颇

为自得。淳化元年（990 年）时，已有“御制诗文

四十一卷”［2］703藏于秘阁。《宋史·艺文志》则记载

太宗有“御集一百二十卷”［1］5331，可见宋太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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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写过大量的诗文。事实上，宋朝皇帝开始有

诗文集，也始自太宗。

其三，宋太宗还颇好书法，尤以善于“飞白”

自诩，并常向臣僚馈赠其作品。如雍熙三年

（986 年）十月，他将书写的飞白字幅赐给宰相李

昉等人，“因谓曰：‘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

外尝留意于真草，近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

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昉等顿首谢”［2］623。

淳化五年十一月，赐予近臣御书飞白各一轴，又

特别赐给参知政事寇准飞白草书十八轴。史称：

“先是，宰相吕蒙正等已受赐，（寇）准出使在外，

至是始及焉。上因谓蒙正等曰：‘书札者，六艺之

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听政之暇，聊以自娱

尔。’”［2］800 至道二年（996 年）六月，太宗派内侍

给宰相吕端等人赠送飞白书二十轴，每人五轴，

“又以四十轴藏秘府，字皆方圆径尺”。吕端等

登殿致谢时，太宗说道：“飞白依小草书体，与隶

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复何事于笔砚乎！中心

好之，不忍轻弃，岁月既久，遂尽其法尔。向来

有江浙人号能小草书，因召问之，殊未知向背，

但务填行塞白，装成卷帙而已。小草书字极难

工，亦恐此书遂成废绝矣。”［2］842由上可见，宋太

宗对书法近乎痴迷，并在飞白上有独特的心得。

宋太宗的上述表现，充分彰显了其崇文重

儒的倾向，如宋真宗朝宰相王旦敏锐地指出：

“以文章化人成俗，实自太宗始也。”［7］322而他有

意表露出的文雅趣味，亦与宋太祖存在较大的

差异，就此成为文臣眼中的彬彬君主。

二、宋太宗时期朝政导向的转变

宋太宗的积极崇文表现，作为一种历史现

象出现于北宋第二代君王统治时期，绝非偶然，

其背后必有复杂的缘由。若对宋朝开国以来的

朝政演变，特别是太宗时期朝政导向的转变加

以考察，便不难从中发现原因之所在。

宋朝承五代之后立国，建国初期面临各种

乱世积弊，其中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现象即为

突出的问题之一。众所周知，五代统治集团主

要来自武人势力，如《新五代史》所说：“五代之

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12］因此，

统治者多崇尚武力，轻视文治，正如掌权的将帅

所云：“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

子，焉足用哉！”［13］1406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夫

悍将势必横行，文士则沦为附庸，乃至于生存都

堪忧，如清代史家所评说，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

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14］。当时，即便

宰相的权威也受到压制，“梁太祖以来，军国大

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

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15］。而参政的文臣又以

吏人出身者为主，他们大都缺乏学养，“长于吏

事，不识大体”，往往无视“文章礼乐”［13］1408。宋人

因而认为：“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

暇向学。”［10］745 正因为如此，数十年间改朝换代

频仍，战火连绵不绝，武力因素遂深刻影响了朝

政的走向。

宋太祖建国后，充分汲取了唐末、五代的教

训，在铲除以往各种积弊的过程中，也尽力扭转

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为此，他一方面打

压武将的跋扈积习，严厉整肃军纪；另一方面采

取了保护文臣、恢复文教建设等举措，以恢复朝

廷正常的政务运行⑤。不过，太祖抱有统一天下

的志向，不仅对南方诸国予以征剿，而且有筹划

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构想。如其设立封桩库，储

积大量金帛，并告诉近臣此库专用于向辽朝赎

买幽云地区，如果遭到拒绝，再以此支持武力收

复行动⑥。开宝九年（976年），当群臣请求为太祖

加“一统太平”的帝号时，他却不予接受，“上曰：

‘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2］364。因

此，宋太祖高度重视军队将领与武力征伐的作

用，既不可能推崇文治路线，亦未特别礼遇文

官。如太祖朝举行的私密性曲宴，就以将帅、节

度使为主要对象⑦。以后的文臣刘安世也承认：

“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

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16］可

见，宋太祖并非尚文之主。

宋太宗通过非常手段登上帝位⑧，因此即位

后急于建立超越其兄的功业，以树立自己的威

望。故而，他虽然扩大科举考试并超等任用录

取者，又有编纂《太平御览》、营建崇文院等举

措，但当初朝政的头等要务仍是通过收复幽云

十六州来完成统一大业。然而，两次北伐辽朝

的战争先后皆以失败告终，太宗由此产生了恐

辽心理，丧失了追求武功的信心。而来自文官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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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的弭兵呼声，也一直令他承受着相当大的

压力。从史料记载来看，早在太平兴国四年

（979 年）对北汉用兵之际，宰相薛居正等人便表

示应当从缓⑨。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太宗一

度有过出征的想法，文臣张齐贤对此上疏表示

异议：“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

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

末，安内以养外。”［1］9151 史籍还称：“既而兵连不

解，议者多请息民。”［2］528当太宗筹备第二次北伐

时，“中书不预闻”［2］618，说明其有意绕开了持反

对意见的中书大臣。雍熙三年第二次北征失败

不久，更多的臣僚对此予以批评，甚至赋闲的元

勋赵普也急切地上密奏劝说。赵普指出：“远人

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1］8934，“岂

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1］8936 他还从维

护帝王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兵久则变生”［2］615

的告诫，从而说动了太宗。随之，宰相李昉等人

相继上疏表达休战的主张，史称：“况天生北狄，

为患中国，汉高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

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

优，外示羁縻，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

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

是求，傥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

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

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2］618《宋史·李昉

传》也反映，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

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1］9137。“时论称之”即

说明，弭兵成为朝堂上的主流意见。在内外形

势的压力下，赵光义不得不公开表示“推诚悔

过”［2］618，以后不会考虑北伐之事。

从此之后，面对北部的边防压力，宋太宗君

臣基本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战略。如端拱时，御

辽前线形势趋于紧张，朝臣田锡上奏认为：“欲

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678淳化四年

（993 年），太宗与宰辅讨论用兵话题时，宰相吕

蒙正以隋、唐两朝征讨辽东为例，指出隋炀帝全

军覆灭、唐太宗亲征无功而返，“且治国之要，在

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1］9147。太宗

对此表达了赞同：“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

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

四夷当置之度外。”［2］758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又

借此场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示了追悔之意，

“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至

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

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2］758-759。可

以说，直到太宗死去之时，宋廷都延续了这一

态度。

正因为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武功之路遭

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于是，统

治集团将朝政的重心转向域内，对外则采取全

面、被动的防御战略。这种“守内虚外”的统治

意识⑩，遂促成了朝向文治路线的转型，即以文

治成就为统治的追求目标，而不再看重开疆拓

土的大一统事业。事实上，在第一次伐辽失败

后，赵光义已经开始对文治的意义有所理解，如

他曾对近臣说：“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

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

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2］528

如果说这还有向文臣表态的含义的话，那么到

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他便彻底接受了文治高于

武功的价值判断，宋太宗就此旗帜鲜明地推行

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

在以上形势背景下，宋太宗对文臣、武将的

态度有了进一步变化。一方面，出于防范将帅

威胁以及武将群体的不满，遂对其加以严厉地

管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性措施。他在多

次与臣僚言及将帅时，往往会强调严控的重要

性，如淳化二年，他对臣僚说：“前代武臣，难为

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

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

吠。……今且无此事也。”［2］710 宰相吕蒙正回应

道：“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

掉，何由致理！”［2］710太宗当即表示：“今之牧伯，

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

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2］710又如他晚年与参

知政事寇准谈论驭将问题时，还曾告诫道：“自

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

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

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

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2］815深谙王朝

政治的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就针对宋太宗朝

的特点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

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17］37

另一方面，宋太宗将文臣集团视为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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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力量，尤其是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士大夫

日益得到重用。其实，赵光义无惧文臣造反，固

然是敢于大力扶持的原因之所在，而当文官群

体逐渐壮大以后，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他们，故只

有赢得其坚定的拥护，才能稳固赵宋的江山社

稷。如宋人所说：“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

士，以兴文治。”［18］观察宋太祖与太宗对待文臣

的态度，可以发现既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本质

上的不同，当代西方学者即指出：“（宋太祖）并

非出于偏爱而将士大夫单独挑选出来，但是他

创造了形势和先例，这些形势和先例能够部分

解释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太宗的确提高了士的利

益。”［19］

如此一来，宋太宗的各种崇文表现就不难

理解。他推出诸多的崇文政策、举措，不遗余力

地笼络文官士大夫，自身也在读书、作诗及书法

上花费很多精力，并竭力在庙堂上下做出喜好

文翰的姿态，实际上是有着深刻的用意。换言

之，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赵光义一改太祖

朝的统治特点而转向尚文，看似不合时宜，实与

其治国理念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而当时皇

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则为宋朝文治路线

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余 论

宋太宗在位的 21 年，完成了太祖重建中央

集权统治秩序的遗留任务，又对以往的朝政路

线做出重大调整，因此奠定了其后宋朝的基本

统治模式。正如宋仁宗朝的富弼所说：“太祖始

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

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20］即委

婉地指明宋太宗在继承基础上定型的统治路

线，才是后世主要奉行的政治传统。

宋太宗时代，随着朝政中文治导向的确立，

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

量。与此相伴的结果，是赵光义与文臣的关系

也日益紧密。揆诸文献记载，有大量关于他们

之间密切交往的记录，在此不妨略举几例。如

当太宗一再表明对士林俊杰的欣赏之情后，便

收获了一派感恩戴德的回报。李昉有诗云：“玉

堂四字重千金，宸翰亲挥赐禁林。地望转从今

日贵，君恩无似此时深。”［8］34 李沆的《伏睹禁林

新成盛事辄思歌咏不避荒芜》一诗则曰：

禁庭多士列华簪，严乐辉光冠古今。

御笔腾骧题玉署，宸章照耀咏辞林。

虚堂挂后传千载，翠琰刊成直万金。

振复文明知圣作，尊崇儒术见天心。

增修一院烟霞丽，曲宴群英雨露深。

自我昌朝为盛事，鳌山清峻重难寻。［8］35

毕士安也有“好文英主古难齐，宠重词臣意弗

低”［8］36之句。“君恩无似此时深”“尊崇儒术见天

心”以及“宠重词臣意弗低”等诗句，都真实地说

明了文臣对皇帝的感激和赞颂，也反映了太宗

对他们的宠遇。宋人还注意到国初两朝关于宫

廷曲宴上文臣待遇的变化细节：“旧制，每命将

帅出征、还，劳宴于便殿，当直翰林学士，文明、

枢密直学士，皆预坐。”［2］759开宝中，武臣出身的

閤门使梁逈向太祖进言：“陛下宴犒将帅，安用

此辈。”［2］759 翰林等诸学士因此被取消了这一资

格。直至宋太宗朝，才在参知政事苏易简的请

求下恢复了旧制。事实上，与太祖朝曲宴以将

帅、节度使为主要对象相比，太宗朝的曲宴已改

为以宰辅、文官近臣为上宾，甚至涉及的文臣范

围还在不断扩大。据记载，淳化元年二月，太宗

下诏规定，“自今游宴，宣召馆职，其集贤、秘阁

校理等并令预会”［2］700。该道诏书下达的缘由并

不复杂：“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馆学士悉预，李

宗谔任集贤校理，閤门吏拒之，不得入。宗谔献

诗述其事，故有是诏。”［2］700由此细微的变化，足

见赵光义对文臣表现出格外关照的态度。而宋

太宗对士大夫的亲近姿态，也为后世嗣君做出

了样板。

然而，以篡位手段登基的宋太宗始终怀有

猜忌之心，极为重视对权力的掌控，凡事从防微

杜渐考虑。他曾对身边人说的“外忧不过边事，

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719一段话，便透露出其隐

藏的心机所在。因此，他虽然重用文官大臣，却

不愿放手他们任事，习惯独断朝纲。如就宰臣

的任期来看，从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九月到八

年十月，赵普任宰相仅两年多就被罢相，端拱元

年二月复出，又是仅两年时间再度被罢相；吕蒙

正同样两次出入相位，都不过两三年时光。其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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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宰执大臣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王夫之因此

评说道，自雍熙以后，宰辅大臣“乍登乍降”［17］46，

犹如一盘棋局中被随意挪动的棋子。与此同

时，当时的宰辅也大都属于顺从之辈，如赵普一

改昔日强硬的风格，唯以迎合为能事；沈义伦被

评为“但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5］117；吕蒙正

循规蹈矩，“将顺德美”［1］9163；李昉谨小慎微，“小

心循谨，无赫赫称”［1］9138；张齐贤则有诗云：“慎

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

扬。”［9］489可知顺从、循默之风，充斥朝堂。元人

修《宋史》时遂就此评说道：“有是君则有是臣，

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1］9163 有意思的是，太

宗有时对此亦有所不满，如参知政事贾黄中遇

事回避，“专务循默，无所发明”［5］158，以至于连太

宗都觉得过分，曾对其说：“夫小心翼翼，君臣皆

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1］9162 淳化四年，

赵光义曾指责宰相李昉等臣僚：“朕孜孜听政，

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人，始未进用时，皆以

管、乐自许，既得位，乃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

事。朕日夕焦劳，略无宁暇。臣主之道，当如是

耶？”［2］748众人只得“惶惧拜伏”。就此而言，这一

局面的形成，也从侧面反映了赵光义将宋朝君

主专制体制发挥到极致，日本学者即称宋太宗

为“君主独裁体制的创始者”［21］。

宋太宗在处理政事时，既刚愎自用，又往往

事必亲躬。他在晚年总结说：“朕自君临，未尝

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

虽微细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

安危之理，故无壅蔽陵替之事。”［2］824 其所说的

话，大致属实。不过，这种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

帝王作风，令臣僚们常常难以作为。对于宋太

宗问政过细的特点，当时已有官员委婉提出了

批评，如知相州田锡在上疏中反映，“陛下忧民

太过，视事太勤”，现有关指令，多请圣旨裁决，

“如此皆劳天听，安用有司”［2］563-564。由此可见，

宋太宗以勤政自诩，虽然避免了官吏们胡作非

为，却因此也造成宋廷日趋保守的局面。

回到本文的主题，宋太宗崇文表现的背后，

实有一番隐情，即在较大程度上与对外征战碰

壁后的转向有关。如前引太宗在第二次北伐失

败不久自我解脱的话：“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

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近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

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南宋大儒朱熹

遂尖锐地指出，太宗一朝，“不过写字作诗，君臣

之间以此度日而已”［22］，或许道出了其壮志难酬

的无奈。总之，若论宋太宗的武功，的确不值一

提，如宋真宗朝宰相王旦所言：“先帝时，颇已厌

兵。”［2］1672 就指出了其用兵受挫下的灰心结果。

但其在文治上的作为却可称道，宋朝就此实现

了朝政的转型。宋太宗留下的政治遗产，还成

为此后统治集团长期遵循的基本精神，从而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真宗即位时所表态：“先

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2］863以

后的宋高宗也宣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

治。”［7］251始于太宗朝的崇文路线，遂开启了宋朝

“崇文抑武”时代的来临。

注释

①研究宋太宗的著作主要有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译：

《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竺沙雅章

著、方建新译：《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

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张其凡：《宋太宗》，吉

林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论文有汪槐龄：《论宋太宗》，

《学术月刊》1986 年第 3 期；张其凡：《宋太宗论》，《历史

研究》1987 年第 2 期；王瑞来：《略论宋太宗》，《社会科

学战线》1987 年第 4 期。涉及宋太宗登基及相关政治方

面的论文主要有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史学季刊》

1941 年第 1 卷第 2 期；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

题辨析》，载《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5—502 页；王云海：《宋太宗的“右文”政策》，

《河南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等。与本文主旨存在关

联的论述，则主要有张海鸥：《宋太宗尚文雅考》，《广州

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赵润金：《宋太宗与文学》，

《中国文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李洁：《宋太宗书法观念

考察》，《中国书法》2017 年第 9 期；张易：《论宋太宗对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贡献》，《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
年第 7 期；黄修珠：《以书致治与祖宗之法——宋太宗的

文治与书法》，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张

冰清：《宋太宗诗歌研究》，阜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

文，2019 年等。但这些研究成果或过于简略，或侧重于

某些具体问题研究。②张其凡：《宋太宗》，吉林文史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98—105 页。③④脱脱等：《宋史》，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145—9146、9527 页，第 2547
页。⑤陈峰：《宋太祖时期以史经世的考察》，《历史研

究》2022 年第 4 期。⑥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

书局 2004 年版，第 436 页，第 442 页。⑦陈峰：《宋太祖

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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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载《邓广

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5—502
页。⑩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载田余庆主编：《庆

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170 页。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孔平仲.孔氏谈苑［M］//潘汝士.丁晋公谈录：外三种.

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5：374.
［5］钱若水.宋太宗实录［M］.燕永成，点校.兰州：甘肃人

民出版社，2005.
［6］程俱.麟台故事校证［M］.张富祥，校证.北京：中华书

局，2000：38.
［7］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M］.苗书梅，等点校.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8］洪遵.翰苑群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9］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0］范祖禹.帝学［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96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文莹.玉壶清话［M］.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1984：71.
［1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8.
［13］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4］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

华书局，2013：476.
［15］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9201.
［16］马永卿.元城语录解［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66.
［17］王夫之.宋论［M］.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
［18］叶梦得.避暑录话［M］//.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6：265.
［19］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M］.刘宁，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58.
［20］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9：105.
［21］竺沙雅章.宋太祖与宋太宗［M］.方建新，译.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8：148.
［22］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1986：3044.

The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s Chongwen Ex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urn of Government

Chen Feng

Abstract：The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born in the chaotic tim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originally had
limited cultural cultivation, but he showed a strong tendency to worship literature during his reign. He made a rare
positive attitude in terms of policy measures, relations with civil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s well as his own behavior.
Therefore, he was regarded as a king who advocated Confucianism by later Song people. Th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mperor Taizong and Taizu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gradually formed with the failure of two northern expeditions,
and its roo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at that time. Under the tense situation of
border invasion and oppression, the road of military accomplishments encountered obstacles, and the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had to turn to the pursuit of civil rul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civil officials
began to rise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core strength of rule.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imperial power and civil
government group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ng dynasty’s civil administration line and its
government orientation. Thus, it reflects the basic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e of culture and governance in the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heirs, kings and ministers.

Key words：the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worship literature and suppress martial arts；civilian officials and
scholars；governm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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